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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渐进式推广的城市创新政策，深刻影响着区域创新格局，对我国创新

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区域创新格局，

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拉大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差距，推动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发展的二元

化趋势。同时，试点政策缩小了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促进了试点城市之间的协同创新发展。鉴于此，应重

视试点政策对我国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发挥试点城市在区域协同创新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创新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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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创新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意义重大。为推进城市创新发展、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我国于2008年开始实施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并将深圳设立为首个试点城市。2010之后，试点城市的设立进入稳步推进阶段。截至 2013年底，试点城市的总数达

到 61个。2018 年 4月，国家又进一步将潍坊等 17个城市纳入试点，至此，试点城市总数达到 78个。 

我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一项由点及面、逐步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过程。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试点政策的

创新效应、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进行了探讨。创新效应方面，李政和杨思莹(2019)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有利于试点城市创新水平

提升。[1]徐换歌和蒋硕亮(2020)在评估试点政策的效果时考虑了空间因素，发现试点政策有利于带动邻近城市创新发展，肯定了

试点城市的政策示范效应。[2]杨仁发和李胜胜(2020)将试点政策的研究视角下沉至企业层面，认为试点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研发投

入与专利产出。
[3]
生态效应方面，已有研究分别从城市碳排放绩效、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绿色创新以及城市污染物排放

等方面肯定了试点政策对于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4,5,6]经济效应方面，已有文献分别基于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出口产品质量

等角度肯定了试点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7,8]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的作用效果未达到预期水平。[9]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生态效应以及经济效应展开，而且总体上肯定了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

的积极影响，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从研究内容来看，仍有可继续拓展的空间。如，既有文献尚未分析试点政策能否促

进试点城市之间协同创新发展，同时未分析试点政策作用于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的作用机制，即缺乏深入细致的创新网

络效应探讨。基于此，本文在考察试点政策影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的同时，也将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纳

入分析框架，深入探讨试点政策对我国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并考察其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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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总体而言，试点政策的实施于区域创新格局之间的关系总体包含两个层面：第一，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创新格局。

试点政策使得试点城市形成政策洼地，会促使试点城市对非试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抑制了非试点地区创新水平提升，拉大

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第二，试点城市内部的创新格局。试点政策在推进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有

利于试点城市内部形成协同高效的创新网络，促进了试点城市内部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缩小了试点城市之间的创新水平差

距。由此看来，试点政策势必会对区域创新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试点政策引发的要素流动可能会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创新水平差距，产生极化效应。试点政策是地方政府创

新战略引导下的重要政府政策，会使得试点城市内部形成政策洼地，吸引创新要素集聚，即试点政策促进了创新要素的“吸引式

集聚”。一方面，试点城市会加快设立相应的科技园区、创新基地等创新研发中心，而科技园区内的企业能够享受特殊的政策待

遇，如税费优惠、低价用地等，这会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有利于企业增加创新资金投入。因此，试点政策能够吸引大量科技创新

型企业向试点城市迁移，这一过程能够促进试点城市的投资集聚，进而提升试点城市创新产出，并由此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

市创新水平差距。另一方面，促使试点城市出台“人才新政”,从人才的户口迁移、安家落户、科研资助等方面均提供了更多便

利条件。这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向试点城市集聚，为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据此，笔者提出如下研

究假说： 

假设 1:试点政策会促进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导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扩大； 

假设 1.1:试点政策能够促进试点城市的创新要素集聚，包括投资集聚与人才集聚，提升试点城市创新水平。 

现有研究并未涉及关于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内部协同创新效果的影响，即试点政策如何影响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

本文据此进行深入分析，将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纳入研究范围。本文认为，试点政策能够促使试点城市间的创新交流与合

作，促进试点城市内部知识与技术溢出，有利于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一方面，试点政策会促进试点城市间开展协同

创新活动，加快试点城市之间创新平台构建，加速以知识和技术为载体的创新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与技术在试点城市之间的传

播和溢出，有利于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即试点政策会优化原有的创新网络，有利于试点城市内部的创新交流，促进

试点城市内部形成互补互促的创新协作格局，推动试点城市内部的创新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试点政策能够强化各创新主体的交

流与合作，将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间的创新要素深度融合，促进技术与知识溢出，提高试点城市的企业创新活动收益，激发试

点城市内部创新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对试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效果。如，王晓红等(2021)基于城市知识流动的视角考察

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效果，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知识研发效率与转化效率提升。
[10]
在试点政策的支持下，

有利于形成更加细致的内部创新网络，促进政策效应扩散，并由此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11]据此，笔者提出如下研究

假说： 

假设 2:试点政策会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 

假设 2.1:试点政策能够促进试点城市内部技术与知识溢出，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首先，为了考察试点政策能否拉大试点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创新水平差距，本文将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由于试点

政策的推广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因此借鉴Autor(2003)等研究，设定如式(1)所示的渐进双重差分模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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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innoit表示城市创新水平；testit表示政策虚拟变量，α1能够反映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

市创新水平差距的变化；Xjit为控制变量；μcity和 vyear表示控制模型的双向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试点政策如何影响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本文将式(1)中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具体如式(2)所示。 

 

式(2)中，innogapit表示城市 i在第 t年的创新水平差距，根据 testit的回归结果可以考察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

平差距的作用效果。 

其次，在式(1)的基础上，为了研究试点政策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创新差距，设定如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elementsit表示中介变量创新要素集聚。式(3)与式(1)相同，在式(3)中α1显著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式(4)中的β1

与式(5)中的γ2,若二者同时显著，表明创新要素集聚中介效应存在，其中介效应大小为β1×γ2。此时若γ1仍旧显著，表明此

中介变量只是试点政策作用的部分路径，即试点政策在通过此路径对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创新差距产生影响的基础上，还存在其

他作用机制。若 β1和 γ2不同时显著，表明试点政策难以通过促进试点城市创新要素集聚进而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

水平差距。 

最后，为了考察试点政策影响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的作用机制，设定如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式(6)和式(7)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二者分别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以及空间自相关模型(SAR)进行构建。W是二进

制空间权重矩阵；Testit为主对角线元素为试点城市设立时间，非主对角线元素为 0的处理效应矩阵；WTestit表示试点城市对周

边所有城市的平均间接效应。此外，为了考察试点城市对周边其他试点城市以及非试点城市的影响，本文将矩阵 W进行分解，具

体如式(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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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为单位矩阵，Test'=I-Test。根据分解式(8)对各分解矩阵的定义，可得 WT,NT与 WNT,NT均为 0,因此，基于 SAR 和 SDM

的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最终可以写为： 

 

在式(9)和式(10)中，本文重点关注 WT,TTestit的结果，WT,TTestit表示试点城市内部是否具有协同创新效应。若ρ3显著为正，

表明试点政策加强了试点城市内部创新关联，即证实了试点城市内部存在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中介机制。若ρ3显著为负，表明

试点政策抑制了试点城市之间的协同创新活动，不利于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即在试点城市内部不存在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中介

机制。此外，WNT,TTestit表示试点城市对非试点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若ρ4显著为正，表明试点政策有利于发挥试点城市对非试

点城市的溢出效果，带动周边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否则表明试点政策的实施使得试点城市对非试点城市产生了“虹吸效

应”,抑制了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2.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水平(inno)。借鉴杨思莹等(2020)的研究，基于城市人均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城市创新水平的测度指

标；[13]城市创新水平差距(innogap)。参考卞元超等(2018)的研究，用城市创新水平离差值替代，即城市创新水平差距=该年份某

城市创新水平-该年份所有城市创新水平均值。[14] 

解释变量：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test)。若城市 i 在第 t 年设立为试点城市，则试点政策虚拟变量在第 t 年及之后年份赋

值为 1,其余年份赋值为 0。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年份跨度为 2003～2018 年，无法评估 2018 年之后的试点政策效果，因此本文剔

除了 2018 年设立的 17个试点城市以及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城市，最终包括 269 个城市，其中试点城市 59 个，非试点城市 210

个。 

控制变量：(1)外商投资水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2)产业结构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GDP;(3)金融发展水平=金融

机构存贷款余额/GDP;(4)科教规模=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总人口；(5)政府科技支持=科技支出/财政支出。 

3.平行趋势检验 

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之前，本文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考察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

言，需要检验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与创新水平差距具有共同趋势。本文设定如式(11)所示的回

归模型，利用回归法检验被解释变量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是否具有共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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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为被解释变量；treated 为组别虚拟变量；year×treated 表示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双重差分估计量，交互项系数

γj 的显著性水平能够反映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被解释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差异。若 γj 联合不显著，表明可以在后续的回归

分析中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两组检验均接受了γj联合为 0的原假设，即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城市与

非试点城市并无显著差异，双重差分模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表 1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 待检验命题 F-Value P-Value 

inno γ1=γ2=γ3=γ4=0 0.940 0.438 

innogap γ1=γ2=γ3=γ4=0 0.000 1.00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试点政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作用效果检验 

对式(1)所示的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2中回归(1)～回归(4)。根据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基于总样本还是分区域的子

样本，试点政策均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这与李政和杨思莹(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1]由此可见，试点政策提升

了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拉大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且这一结论具有普适性，表明试点政策的推广效果较好，各

试点城市能够充分利用政策红利，提升自身创新水平。 

其次，本文对式(2)进行估计，检验试点政策能否影响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结果见表 2中回归(5)～回归(8)。从中

可以看出，在基于总样本、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结果中，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但在东部地区，试

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的缩小效果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城

市间经济活动联系较为紧密，区域协同创新活动开展水平较高，导致试点政策促进东部地区试点城市内部协同创新的边际效果

较弱。 

表 2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区域创新水平差距的影响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 

 (1) (2) (3) (4) 

样本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est 0.052***(0.003) 0.069***(0.006) 0.018***(0.003) 0.026***(0.003) 

样本量 4304 1472 1520 1312 

R2 0.443 0.522 0.517 0.438 

 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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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est -0.105***(0.021) 0.055(0.045) -0.389***(0.019) -0.256***(0.028) 

样本量 4304 1472 1520 1312 

R2 0.084 0.124 0.326 0.161 

双向固定 Y Y Y Y 

控制变量 Y Y Y Y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标准误。下表同。 

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 

考察试点政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理想的做法是比较同一个城市在受到试点政策影响和不受试点政策影响情况下的前

后差异。然而，现实中无法同时观测到一个城市既受到试点政策的影响、又不受到试点政策的影响。因此，需要构造试点城市的

“反事实”样本，即寻找另一个未受到试点政策冲击，且特征变量与受到试点政策冲击的城市较为相似的城市。基于此，本文通

过倾向得分匹配(PSM),为试点城市匹配到各特征变量较为相似的非试点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的特征变量除了包括所

有的控制变量外，还包括经济总量(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测度)与经济实力(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测度)。PSM-DID 的

回归结果见表 3,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即试点政策具有极化效应，拉大了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同时，试点政

策能够缩小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有利于实现试点城市之间协同创新发展。 

表 3 PSM-DID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 

 (1) (2) (3) (4) 

样本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est 0.049***(0.003) 0.069***(0.006) 0.017***(0.003) 0.027***(0.003) 

样本量 3791 1408 1357 1026 

R2 0.450 0.522 0.517 0.443 

 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 

 (5) (6) (7) (8) 

样本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est -0.117***(0.023) 0.071(0.047) -0.406***(0.021) -0.268***(0.035) 

样本量 3791 1408 1357 1026 

R2 0.084 0.125 0.331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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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固定 Y Y Y Y 

控制变量 Y Y Y Y 

 

3.作用机制检验 

(1)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上述分析可见，试点政策能够提升试点城市创新水平，由此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差距。为考察试点政策何

以提升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本文对式(3)～式(5)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4。对于中介变量的测度，投资集聚用

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总面积比值测度；人才集聚用城市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测度。 

表 4试点政策的要素集聚效应检验 

 投资集聚 人才集聚 

 (1)inno (2)invest (3)inno (4)inno (5)people (6)inno 

test 
0.052

***
 

(0.003) 

0.083
***
 

(0.005) 

0.037
***
 

(0.003) 

0.052
***
 

(0.003) 

0.076
***
 

(0.007) 

0.044
***
 

(0.003) 

invest   0.174*** 

(0.008) 
   

people      0.107*** 

(0.007) 

Sobel 检验 0.015(z=12.471,p=0.000) 0.008(z=9.117,p=0.000) 

Bootstrap 检验(间接效应) 0.015(z=4.300,p=0.000) 0.008(z=4.720,p=0.000) 

Bootstrap 检验(直接效应) 0.037(z=6.760,p=0.000) 0.044(z=7.480,p=0.000) 

样本量 4304 4304 4304 4304 4304 4304 

R2 0.801 0.830 0.822 0.801 0.907 0.813 

双向固定 Y Y Y Y Y Y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首先，根据回归(1)与回归(4)的结果来看，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同。这印证了试点政策对

试点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创新极化效应，肯定了试点政策能够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这也表明可以进一步

开展作用机制分析。 

其次，投资集聚中介效应的结果见回归(2)与回归(3),回归(2)表明，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投资集聚，即试点政策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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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洼地”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吸引了大量投资的吸引式集聚。回归(3)中，投资集聚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水

平检验。根据此结果并结合前述结论可以得出，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投资集聚，间接推动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同时，试点

政策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投资集聚是部分中介，其作用大小为 0.015。 

最后，人才集聚中介效应的结果见回归(5)与回归(6),回归(5)表明，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人才集聚，即试点政策为人才

提供的支持与保障促进了高素质劳动力集聚，提升了试点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结合回归(6)结果可得，试点政策通过促进试点城

市人才集聚，提升了试点城市创新水平，且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人才集聚是试点政策推动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

升的部分中介机制，其中介机制的大小为 0.008。 

(2)知识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试点政策显著缩小了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可能是由于试点政策促进了试点城市内部协同创新

活动开展，有利于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因此，为进一步考察试点政策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本文对式(9)与式(10)所示的空间

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5。 

其中，回归(1)与回归(2)为基于 SAR 模型的空间双重差分估计，回归(3)与回归(4)为基于 SDM 模型的空间双重差分估计。

从中可以看出，基于两种模型分别估计的空间双重差分结果高度相似，表明空间双重差分的估计结论较为稳健。本文重点关注

WT,TTest 的回归系数，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之间的知识溢出，即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后，试点城市内部形成了协同创

新网络，促进了试点城市之间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缩小，表现出一定的“俱乐部效应”。 

此外，Te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前述渐进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相同。WNT,TTe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试点政策使

得试点城市对于非试点城市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抑制了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由此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

水平差距。 

表 5试点政策的知识溢出效应检验 

 (1) (2) (3) (4) 

 SAR-矩阵分解 SDM-矩阵分解 

Test 0.033***(0.004) 0.030***(0.003) 0.034***(0.004) 0.031***(0.003) 

WT,TTest 0.006***(0.002) 0.007***(0.002) 0.005***(0.002) 0.006***(0.002) 

WNT,TTest -0.007***(0.002) -0.008***(0.001) -0.005***(0.002) -0.008***(0.001) 

样本量 4304 4304 4304 4304 

R2 0.436 0.424 0.379 0.410 

时间固定 Y Y Y Y 

个体固定 N Y N Y 

控制变量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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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检验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何以重塑区域创新格局，研究结论如下：(1)试点政策拉大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

平差距，推动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发展的二元化趋势。(2)试点政策在试点城市内部具有协同创新效应，能够缩小试点

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促进试点城市内部创新均衡化发展。(3)试点政策导致试点城市对非试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并促

进试点城市的创新要素集聚，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同时，试点政策也有利于知识与技术在试点城市内部传

播与溢出，有利于试点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缩小，促进试点城市内部协同创新发展，对区域创新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试点政策同时存在着“俱乐部效应”与“虹吸效应”,即试点政策有利于试点城市间开展协同创新活动，缩小了试点

城市内部创新水平差距，表现出一定的“俱乐部效应”;但试点政策也会导致试点城市对非试点城市的“虹吸效应”,强化试点

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的二元化发展趋势，拉大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差距。因此，为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

应充分发挥试点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逐步有序扩大试点范围，发挥试点政策在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应以创

新型城市作为突破口，逐步实现从局部创新到整体创新的示范效应与辐射效应，推动知识与技术在试点城市内部以及试点城市

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传播与溢出，弱化试点城市对非试点城市的“虹吸效应”,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和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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